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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竞争及其经济发展效应

———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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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我国２８６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动态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对

我国地方政府间户籍制度竞争的存在性及其经济发展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在户籍

制度上存在显著的竞争效应,同时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显示,放松户籍制度管制有利于城市经

济的发展,这种促进关系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从全国层面看,地理相邻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政府放

松户籍制度管制对本城市经济发展有负溢出效应;分地区来看,地理邻近而非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户籍制度

的放松倾向于给本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负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表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重视地方政府间的

空间联动机制,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给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和创新留出足够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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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户籍制度是与户口或户籍管理相关的一套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个人身份的证明、资源配置和

财富分配的执行以及政治参与的实现等都需要以户籍为依据[１].如果以１９５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口登记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为标志① ,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已存在了６０余年.近年来,国家逐步加强户

籍制度改革,２０１４年７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要求改革二元户籍制

度,提高城镇化质量.２０１６年９月,国务院正式发布«推动一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要求

“十三五”期间加速破除城乡区域间户籍迁移壁垒,健全配套政策体系,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要提高

１个百分点以上.２０１９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的意见»,要求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

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到２０２２年,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虽然户籍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在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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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改革历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性仍然不言而喻.一方面,
户籍制度是中国高储蓄率和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２],同时维护了社会政治稳定[３](P１６).另一

方面,户籍制度影响着居民消费行为[４],加深了社会相对不公[５][６],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７],不仅导

致了城乡分割,还导致了城市内部社会分割,并可能给信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８].目前,户籍制度

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学者们普遍认为,全面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使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动,能够

提高经济效益,也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９].地方政府作为户籍制度的执行者和改革

的实践者,其将户籍制度作为地方发展过程中吸引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制度化竞争的重要手段,已
经得到学者们持续的关注[１０][１１].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实施财政和行政权力下放的政

策,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过程,尤其是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及相应的中央与地方在财权和事权上

相对明确划分以后,作为与地方公共福利密切相关的城市户籍政策也开始由地方政府主导[１２].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各大城市纷纷推出过“蓝印户口政策”,鼓励资本、技术或高级人才的流入.大多数省份

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很多城市降低了落户门槛,部分经济较发达城市还陆续出台带有吸引高级

人才流入的“居住证”制度以及“积分落户制度”.２０１８年上半年以来,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战”更是

把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推向了另一个高潮.户籍制度作为一种利益分配的机制[１１],地方政府通过利益

扩散增加财政收入,并通过利益剥离减少财政支出,可以有效地推动地方户籍制度的变迁[１３].户籍

政策已经逐渐演变成地方政府手中重要的竞争手段之一,且这种竞争可能会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１４].
地方政府间为争夺资本、人才等稀缺资源而利用户籍制度作为手段展开竞争,这一行为特征在户

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地区间这种策略互动行为尚未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尤其

是从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的视角探讨户籍制度竞争行为的研究鲜有涉及,已有研究虽有涉及地方政

府通过选择性接纳的方式设置户籍门槛以吸引优质资源的问题,但是局限于评论性描述,也未进一步

从地区间竞争视角剖析这一行为的背后机理.本文从地方政府间竞争理论出发围绕户籍制度提出以

下问题:地方政府是否存在以户籍制度为手段的竞争行为? 如果存在的话,这种竞争行为会对地区经

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探讨竞争行为存在的可能性及其

经济效应,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通过构建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利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我国２８６个地

级以上城市数据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剖析我国地方政府间户籍制

度竞争行为及其经济发展效应,并从地区间策略互动行为的视角为深化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政策

建议.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研究户籍制度及其带来

的经济发展效应相关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新颖且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路;第二,分析了地方政府

间户籍制度竞争的产生机理,以及这种竞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第三,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
证检验了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户籍制度竞争的存在性,剖析了地方政府间围绕户籍制度的策略互动行

为特征,考察了地方政府的户籍制度竞争行为对经济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地方政府行为面临着约束与激励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上级政府考核、地方民主选举和监督的

约束[１５];另一方面是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的激励[１６].对于户籍制度,地方政府在制定户籍政策时,
既要考虑城市经济的发展,又要兼顾城市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从这个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是一种内

生的制度安排,因为城市单方面地拥有城乡政策的决定权[１７],而在政策制定时城市政府需要把经济

发展和居民福利纳入目标函数之中.对于前者来讲,放松户籍管制对城市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更
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会导致城市人口密度增加,造成城市拥堵(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同时大

量流动人口可能成为城市治安的隐患,从而会导致城市更多的公共服务和资源消耗或增加来用于产

权保护的非生产性支出[１７].因此,地方政府要控制地方公共品的外部性,保障本地居民的社会福利

不受损失,并有所增加[１８],本地居民社会福利的变化是决定户籍制度管制改变能否自发实现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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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１９].刘晓峰等(２０１０)的研究表明,城市公共服务向非户籍歧视方向的转变可能是一个可以自发

实现的内生变迁过程[１９].地方政府出于维护本地居民当期福利的考虑,在城市资本存量较低时只向

城市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但从长期来看,从户籍歧视带来的社会冲突损失持续增加进而减少城市居

民福利的角度考虑,放开不同户籍劳动力对公共服务的享有权有可能是更优选择.就经济发展而言,
放松户籍管制最直接的好处是由新增资本投资和人口流入带来新的税基,能够增加城市税收收入,并
明确市场分工,优化本地区的要素配置[１８].同时,人才的流入能够提高城市人力资本,带来技术的进

步,最终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在理性人假设下,地方政府为寻求政治收益最大化,往往会在政策制定

的政治成本和政治收益之间做出抉择,并最终出台那些政治净收益最大化的政策,对于户籍政策同样

不例外.
根据上文论述,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化的最大化模型来理解城市的户籍制度选择及城市之间的户

籍制度互动问题.设一国总劳动力数量为L、资本总量为 K,该国由地理相邻、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

城市 A和城市B组成,而城市的生产函数是由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组成的典型的C－D生产函数,其
中技术假定为１,则城市生产函数可写为:F(L,K)＝LaK１－a.城市的人均收入则为总生产除以总就

业,记为:F(L,K)/L＝(K/L)１－a;同时,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也会带来相应的成本,如拥堵、污染、
犯罪等问题引起的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这里设为C(L),并与劳动力规模呈正相关关系.那么

城市净收入便可以记为:W＝ LaK１－a－ C(L);则人均净收入为:W/L＝ (K/L)１－a－ C(L)/L;求最

大化条件可得:(a－１)K１－a/L－a＝ƏC(L)/L２ƏL.
由于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存在,城市政府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城市收入,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城市

运营成本,以提高城市整体福利.对于城市 A来说,只要(a－１)KA
１－a/LA

－a＞ƏC(LA)/LA
２ƏLA,城

市 A就会放松户籍制度管制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入,增加收入,直到(a－１)KA
１－a/LA

－a＝
ƏC(LA)/LA

２ƏLA;对于城市B,也面临着相同的最大化条件,并在最大化条件到来之前放松户籍制度

管制.而两城市面临的约束是,在一定时点L和 K 是固定的,为了给本城市争取更多的劳动力和资

本,占据增加收入的有利地位,在最大化条件到来之前,城市之间便形成了户籍制度竞争.如果两城

市竞相放松户籍制度管制,整个国家的户籍制度管制也就放松,那么在市场机制引导下的劳动力和资

本的流动性将会增加,进一步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率,尤其将促进劳动力和资本流入,进而引起城

市收入的增加.相反,如果当城市劳动和资本增加到(a－１)K１－a/L－a＜ ƏC(L)/L２ƏL的水平,加强

户籍制度管制,降低成本支出,将成为城市政府的最优选择.如果两城市竞相加强户籍制度管制,整
个国家的户籍制度管制也倾向于更加严格,那么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将会降低,进一步降低整个国

家的经济效率,不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市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随着

城市规模的扩大,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政府的管理水平也会相应提高,此时城市收入和成本之间相

对关系会发生动态变化,即原本很高的成本因为规模经济而下降,如此会推迟最大化条件的到来.基

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H１:由于地方政府面临着激励与约束并存的局面,为使本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有利地位,地方政府

之间存在着户籍制度竞争的行为;

H２:地方政府之间竞相放松户籍制度管制,有利于市场分工的深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技术的

进步,最终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三、模型构建

(一)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

当检验的变量之间存在空间依存关系时,在实证研究中应该考虑引入空间滞后变量,误差项服从

空间自回归过程,Anselin等(２００８)将空间面板模型分为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

(SEM)[２０].Lesage和Pace(２００９)在同时考虑到空间滞后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基础上,提出比

SAR和SEM 模型更广泛的空间模型,即空间杜宾模型[２１](P４６－５０).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户籍制度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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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变量都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因此在空间杜宾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一阶滞后项,构建动态空

间杜宾模型如下:

yit＝yit－１＋α∑
N

j＝１
wijyjt－１＋ρ∑

N

j＝１
wijyjt＋βXit＋θ∑

N

j＝１
wijXjt＋μi＋λt＋εit (１)

式(１)中,yit表示在t时期横截单位i的内生变量值(i＝１,,N;t＝１,,T),yit－１表示yit的一阶

滞后项;∑
N

j＝１
wijyjt是yit的空间滞后项,表示与地区i相邻地区在t时期的内生变量y值,∑

N

j＝１
wijyjt－１是

yit－１的空间滞后项,α和ρ反映“邻居”地区的内生变量y对本地区的内生变量y的空间影响程度,wij

是 N∗N维的空间权重矩阵;Xit表示外生变量,∑
N

j＝１
wijXjt为Xit的空间滞后项,θ与β是“邻居”地区的外

生变量对本地区的内生变量的空间影响程度;μi表示i地区在空间上的固定效应;λt表示在时间t上

的固定效应;εit表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
(二)地方政府间户籍制度竞争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构建

依据模型(１)构建地方城市政府户籍制度竞争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如下:

HRit＝HRit－１＋α∑
N

j＝１
wijHRjt－１＋ρ∑

N

j＝１
wijHRjt＋βXit＋θ∑

N

j＝１
wijXjt＋μi＋λt＋εit (２)

式(２)中,HRit表示i地区第t期的户籍管制程度;HRit－１是 HRit的一阶滞后项;∑
N

j＝１
wijHRjt是

HRit的空间滞后项,表示与地区i相邻地区在t时期的户籍制度,∑
N

j＝１
wijHRjt－１是 HRit－１的空间滞后

项,α和ρ表示“邻居”地区户籍制度的空间溢出对本地区户籍制度的影响;Xit表示影响户籍管制程度

的控制变量,β是控制变量 Xit对被解释变量 HRit的影响系数;∑
N

j＝１
wijXjt是“邻居”地区的控制变量值,θ

衡量“邻居”地区解释变量对本地区户籍制度的影响系数.
(三)地方政府户籍制度竞争的经济发展效应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构建

在既考察户籍管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兼顾地方政府间在户籍制度上的互动竞争的基础上构

建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如下:

LnGDPperit＝LnGDPperit－１＋α∑
N

j＝１
wijLnGDPperjt－１＋ηHRit＋γXit＋

δ∑
N

j＝１
wijLnGDPperjt＋ρ∑

N

j＝１
wijHRjt＋σ∑

N

j＝１
wijXjt＋μi＋λt＋εit (３)

式(３)中,LnGDPperit表示i地区第t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这里用人均GDP表示;LnGDPperit－１是

LnGDPperit的一阶滞后项,∑
N

j＝１
wijLnGDPperjt是LnGDPperit的空间滞后项,表示空间权重下“邻居”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N

j＝１
wijLnGDPperjt－１是LnGDPperit－１的空间滞后项.估计的参数中,η衡量户籍制

度的松紧程度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水平,γ表示本地区控制变量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水平,δ表

示空间权重下“邻居”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程度,ρ表示空间权重下“邻居”
地区的户籍制度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体现出户籍制度竞争的经济发展效应,σ表示空间“邻居”
的控制变量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就空间计量模型而言,空间加权矩阵的选择十分重要,基于邻近(假设事物的联系仅仅存在于具

有共同边界的地区之间,两个地区拥有共同的边界取值为１,两个地区没有共同的边界取值为０)或距

离(假设两个地区之间空间交互作用与两个地区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建立的空间权重是较为常见的两

种方式.为了综合考察地区之间地理和经济上的关联,本文分别使用了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作为空

间加权矩阵,W１
ij＝{０,１},城市i和j地理上不相邻时取０,反之取１;W２

ij＝１/|GDPperi－GDPperj|,其
中 GDPperi表示i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这里分别用各地级以上城市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人均 GDP均值

表示.
在估计空间杜宾模型的过程中,选择合适的估计方法有助于尽量减少内生性问题引起的估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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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偏差.利用最小二乘估计无法排除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容易导致估计偏差.本文参考 Case等

(１９９３)通过非线性最大化技术估计空间自回归参数的方法[２２],选择极大似然估计法(MLE)估计空

间杜宾模型,得到待估参数的一致性估计.操作上,本文采用 Elhorst(２０１４)的空间计量经济学

MATLAB工具包中的 MLE方法[２３](P１７－１８),对相应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四、变量及数据说明

户籍管制程度是本文的核心变量,也是本文研究重点.对于户籍管制程度的衡量,已有的研究采

取过不同的量化方法.如蔡昉等(２００１)使用户籍迁入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之比,即用户籍人口迁入

率表征户籍管制程度[１５];汪立鑫等(２０１０)用户籍人口净增加量,即某城市在某期内的户籍人口增量

扣除该城市自身人口自然增长数量后剩下的值,来代表户籍制度管制水平[１２],但城市吸引力对此类

指标大小影响显著,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户籍人口迁入率可能高于一般地级城市,但并不意味着北

京、上海户籍管制程度较一般地级市低;有学者用剔除自然增长的城市每年入籍人口变化数与新增移

动电话户数之比代表户籍管制指标[１４][２４],但这种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新增移动电话户数能

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当年新增人口总数值得商榷;吴开亚等(２０１０)通过构建了落户门槛评价指标体系

计算出城市落户门槛指数来衡量户籍管制程度,但构建指标体系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并且很难

分辨指标之间的重要程度[１０].同时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在某个指标中所包含过的量化

信息可能同样在另一个指标中重复出现,这样会导致信息重叠、重复计算等问题,从而导致户籍指数

不能反映真实的户籍管制松紧程度.此外,邹一南和李爱民(２０１３)用户籍率作为户籍管制程度的衡

量指标[２５];李拓等(２０１６)与陆万军和张彬斌(２０１６)则使用常住人口数减去户籍人口数与常住人口数

的比例量化户籍管制水平[２６][２７].本文认为在所有常住人口都愿意获得本地户籍的假设前提下,他们

的方法具有科学性,且可操作性较强,因此本文选取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HR)衡量户籍管制程

度,比值越大表明户籍管制越宽松,比值越小则表示户籍管制越严格.HR值以１为分界点,大于１
表述人口流出,小于１表示人口流入.

这一指标同样基于邹一南和李爱民(２０１３)关于所有常住人口都愿意获得本地户籍的假定[２５],本
文认为,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讨论户籍制度管制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完全没有吸引力,即没有人愿意

去的城市的户籍制度管制也就无所谓严格或者宽松.使用此指标可能会遇到两个挑战:(１)对于所有

常住人口都愿意获得本地户籍的假定,因为对于一些小城市,城市户籍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不高,可
能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获得这样城市的户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城市大部分是人口流出

城市(对于全市来讲,而非市辖区),其 HR值大都是大于１的,即相对于户籍的需要,此类城市是户籍

制度较为宽松的城市,因此在数据层面上,此类城市已经得到了“惩罚”,不影响对结果的评估.(２)

HR值的大小可能与户籍管制程度无关,而与城市吸引力相关,因为假设户籍制度一定的情况下,城
市吸引力越大,常住人口就会越多,HR值就会越小.但本文认为,在所有常住人口都愿意获得本地

户籍的假定下,常住人口越多表明对户籍的需求越强,而相对于不变的户籍政策,户籍制度本身已经

属于较为严格的户籍制度.因此总的来说,本文所衡量的户籍管制程度松紧是针对流动人口对城市

户籍的需求而言的.需要注意的是,除人口普查年份外,我国地级城市人口统计常年以户籍人口为标

准,而非常住人口数,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要求,２００４年开始地级市人均GDP以常住人口统计[２８],因
此常住人口数就可以通过地区 GDP总值除以人均地区 GDP获得[２５].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上文构建的实证模型,本文选择的其他主要研究变量包括:名义 GDP
总量代表城市经济规模;人均 GDP代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invest)代表资本投入;预
算财政支出(expend)衡量地方财政投入;就业人数(labour)代表劳动投入.

本文以我国２８６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样本期间选取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大部分数据来源

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根据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资料汇编、各省市统

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进行核对和补缺,总样本量为３４３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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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地方城市政府户籍制度的竞争效应

１．全国样本

本文的模型估计使用的是面板数据,由于 Hausman检验统计值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本

文选择固定效应.固定效应又分为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与时间双固定效应.空间固

定效应衡量地区之间的地理空间特征,反映了变量之间的空间(截面)维度的相互作用;时间固定效应

衡量阶段性特征,反映了变量时间维度的相互作用;双固定效应则兼顾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检验结

果显示,LR空间固定检验和LR时间固定检验结果分别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需要使用双固定

效应模型;此外,Wald空间滞后检验结果显示 Wald_spatial_lag值在１％的水平上拒绝了将模型简化

为空间滞后模型的原假设.同时,Wald空间误差检验结果显示 Wald_spatial_error值也在１％的水

平上拒绝了将模型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空间杜宾模型.
表１展示了全国２８６个地级以上城市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结果整体拟合效果良好.

通过LR统计检验结果发现,应选取空间和时间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同时地理和经济权重下 HR
显示出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因此,下文的分析重点以动态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为主.首先在地

理权重下,HR当期空间滞后项系数为正,并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地理相邻的城市之间户籍政

策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当一个城市政府本期选择放松或者提高户籍管制时,作为回应,地理相

邻的城市也会倾向于在本期选择放松或者提高户籍管制.在经济权重下,HR空间滞后项系数无论

　表１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模型估计结果

地理权重

双固定效应空
间杜宾模型

动态双固定效应
空间杜宾模型

经济权重

双固定效应空
间杜宾模型

动态双固定效应
空间杜宾模型

LnGDPi,t
－０．１１３１∗∗∗

(－１０．１７０７)
－０．０９０７∗∗∗

(－１０．１６５５)
－０．０６９７∗∗∗

(－６．７２９２)
－０．０６４８∗∗∗

(－７．４２７６)

Lninvesti,t
０．０２２２∗∗∗

(４．１３９２)
０．０１１０∗∗∗

(２．８５２０)
０．０２７８∗∗∗

(５．４６５１)
０．００９６∗∗∗

(２．８１９９)

Lnexpendi,t
０．０８８３∗∗∗

(１１．２３７６)
０．０３６０∗∗∗

(７．２６７６)
０．０７０３∗∗∗

(９．０９４８)
０．０２７５∗∗∗

(５．７０１２)

Lnlabouri,t
－０．０２９７∗∗∗

(－４．７７６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７４３６)
－０．０２３０∗∗∗

(－３．９２５９)
０．００４７
(０．３２７６)

W∗HRj,t
０．３５７９∗∗∗

(１６．８８８３)
０．１８０９∗∗∗

(７．０４８２)
０．３８８１∗∗∗

(１３．５６６７)
０．１０５２∗∗∗

(３．００９２)

HRi,t－１
０．６１０９∗∗∗

(３８．７０９０)
０．６０６３∗∗∗

(３７．７５７５)

W∗HRj,t－１
－０．００８４
(０．７４８８)

０．１３７９∗∗∗

(４．１７０９)

W∗LnGDPj,t
０．０６６９∗∗∗

(３．８２９３)
０．０６９９∗∗∗

(５．０９８９)
－０．１４２１∗∗∗

(－４．７３２４)
－０．０２６９

(－１．６０７４)

W∗Lninvestj,t
０．０２５４∗∗∗

(２．８０３６)
－０．０１１６

(－１．１３０１)
０．０８２３∗∗∗

(５．８３２４)
０．０２１７∗∗∗

(２．６５７０)

W∗Lnexpendj,t
０．０１１０
(０．８３０８)

０．００３０
(０．３９９６)

０．１３０１∗∗∗

(５．７２１６)
０．０１０９
(１．５４７２)

W∗Lnlabourj,t
０．００２６
(０．２３６８)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６０１)

－０．０２８８∗

(－１．９４１１)
－０．００９４

(－１．１３３７)

R２ ０．８５２７ ０．８８７８ ０．８５０４ ０．８８２７
Wald空间滞后检验 １２９．７０６９(P＝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００８１(P＝０．００００)

Wald空间误差检验 １７９．３１５５(P＝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７３８８(P＝０．００００)

Hausman检验 ８０．０１３９(P＝０．００００) ３１．４９１１(P＝０．０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检验值.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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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还是下一期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城市之间在户籍制度上存

在较为敏感的互动策略.模型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间存在显著的户籍制度竞争(不论是本期还是下一

期),户籍制度竞争已是城市政府争取更多税收收入、人才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解释变量方面看,两种权重下经济规模对户籍管制程度显著负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０９０７和

－０．０６４８,并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经济规模越大的城市户籍管制越严格,而经济规模越小的城

市户籍管制相对宽松.这与现实情况基本一致,如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城市经济规模超过其他地级城

市,同时这些城市户籍管制程度也显著较其他城市严格.另外,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财政支出与户籍

管制程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并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即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越大的城市

户籍管制程度越宽松,说明虽然放松户籍制度管制会增加城市的管理成本,但城市政府愿意为吸引更

多的投资这么做,并用更多的财政予以配套支持.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在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

中,两种权重下劳动力投入与户籍管制均呈显著负相关,而在动态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中劳动力

投入与户籍管制相关性并不显著.这表明户籍制度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而劳动力投入对户籍制

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就解释了户籍制度的内生性.在城市单方面拥有决策权的情况下,本地劳动

力考虑到自身福利并没有改变户籍制度的动力,而广大外来人口对户籍政策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因
为外来人口在城市治理方面并没有话语权.地理权重下经济规模和经济权重下固定资产投资则相

反,其空间滞后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地理相邻的城市经济规模越大或经济发展程度相近城市的固定

资产投资越大,对本城市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使本城市放松户籍管制,吸引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
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大.可见,与劳动力相比,城市政府的户籍制度更倾向于对经济规模和资本做出更

积极的反应.

２．分地区样本

进一步,我们利用动态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地级以上城市样本分别

进行估计,得出如表２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地理权重下,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户籍制度空间反应

系数显著为正,而西部地区本期和下一期均不显著,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地理相邻的城市之间户籍制

度竞争现象较为普遍,而西部地区地理相邻的城市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户籍制度竞争.不过,相对于

地理相邻来说,西部地区城市更倾向于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户籍制度变动做出积极反应,表明

西部地区户籍制度竞争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城市之间,而非地理相近的城市之间.
　表２ 分地区模型估计结果②

东部地区

地理权重 经济权重

中部地区

地理权重 经济权重

西部地区

地理权重 经济权重

W∗HRj,t
０．２７７３∗∗∗

(６．９６７６)
０．１３４７∗∗

(２．４９４０)
０．２７４６∗∗∗

(６．７６６９)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４０１
(０．９３１５)

０．１４２２∗∗

(２．２８３１)

HRi,t－１
０．５４６９∗∗∗

(２１．７８７６)
０．５６８５∗∗∗

(２２．５３９９)
０．８１１６∗∗∗

(３１．４０１４)
０．８１１４∗∗∗

(３３．２１４１)
０．５３７２∗∗∗

(１７．１７５１)
０．４９４０∗∗∗

(１５．１６１１)

W∗HRj,t－１
－０．０８９７

(－１．３８６８)
０．００４３
(０．５７１６)

－０．２０６２∗∗∗

(－３．２４７４)
０．１９５４∗∗∗

(２．７１４２)
０．０９２２
(１．６２６０)

０．３６１２∗∗∗

(４．８１０７)

R２ ０．９２６１ ０．９１９６ ０．８６３１ ０．８５５８ ０．８０５２ ０．７９８０

Wald空间滞后检验 ４９．８４３８
(p＝０．００００)

５６．９５４６
(p＝０．００００)

２８．７１０８
(p＝０．００００)

３１．７８８１
(p＝０．００００)

６５．１４９２
(p＝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４０８
(p＝０．０１０２)

Wald空间误差检验 ９６．４８７５
(p＝０．００００)

８５．５０７９
(p＝０．００００)

３２．２２３８
(p＝０．００００)

４０．４３０７
(p＝０．００００)

６０．６９４１
(p＝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９９５
(p＝０．００００)

Hausman检验 ２３．５５１０
(p＝０．００５１)

２２．５６０２
(p＝０．００７３)

１７．５７８８
(p＝０．０４０４)

１５．６５４４
(p＝０．０７４５)

４４．４４１１
(p＝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５４１
(p＝０．０２９３)

　　在经济权重下,东中西部城市户籍管制当期或下一期空间反应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各地区内部城

市之间在户籍制度上同样存在较为敏感的互动竞争策略.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东中西部城市户籍管

制反应系数呈依次递增态势,东部地区为０．１３４７(当期,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为０．１９５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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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西部地区为０．１４２２(当期)和０．３６１２(下一期)(分别在５％和１％的水平

上显著),表明不同地区内部城市之间户籍管制的不同互动竞争特征.从系数上可以看出,东中西地

区内部城市户籍制度竞争激烈程度依次递增,东部地区较弱,西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居中.
这个结果是符合预期的,由于东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代表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

生活条件,具有较强的城市吸引力,在流动人口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地方政府就没有足够的动

力放宽户籍的管制程度,即便这样,这些城市仍然是流动人口的主要目的地.而就中西部地区城市来

看,户籍制度竞争明显较为激烈.中西部地区较东部而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普遍相对较低,城市吸

引力不够大,需要利用户籍制度管制的放松来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以此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

就表现出城市政府之间在户籍制度方面激烈的竞争.基于此,近年来中西部城市出台的放松户籍管

制,吸引人才的举措频频见诸报端(如西安、郑州、武汉等),而超大城市户籍制度管制依然十分严格

(如北京、上海、深圳等).
(二)地方政府户籍制度竞争的经济发展效应

同样选用动态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地方政府户籍制度竞争对城市的经济发展效应,全
样本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分地区估计样本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３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模型估计结果

地理权重

双固定效应空
间杜宾模型

动态双固定效应
空间杜宾模型

经济权重

双固定效应空
间杜宾模型

动态双固定效应
空间杜宾模型

HRi,t
０．７６９５∗∗∗

(２８．１１３７)
０．４３１７∗∗∗

(２４．７０８８)
０．８２６８∗∗∗

(２７．０４９６)
０．４１３４∗∗∗

(２２．３５４９)

Lninvesti,t
０．１３２６∗∗∗

(１６．４４６３)
０．０６５４∗∗∗

(１３．９５３２)
０．１５９１∗∗∗

(１８．９８０３)
０．０７２３∗∗∗

(１５．６４７１)

Lnexpendi,t
０．２２０６∗∗∗

(１９．０８７９)
０．０５５２∗∗∗

(８．９６３１)
０．１９５１∗∗∗

(１５．２４８５)
０．０６１４∗∗∗

(９．４０９５)

Lnlabouri,t
０．０２７３∗∗∗

(２．８４６２)
０．０２８７∗∗∗

(４．７３９９)
０．００９３
(０．９２６３)

０．０３９９∗∗∗

(６．３００７)

W∗LnGDPperj,t
０．４８９３∗∗∗

(２６．６８３２)
０．３８６０∗∗∗

(１７．３６７１)
０．０４８９
(１．４４５０)

０．０３２４
(０．９３１９)

LnGDPperi,t－１
０．６７６５∗∗∗

(６１．８２１５)
０．６８４２∗∗∗

(６６．９００３)

W∗LnGDPperj,t－１
－０．２４４０∗∗∗

(－９．６７８９)
－０．０５７７

(－１．１５１１)

W∗HRj,t
－０．３２８９∗∗∗

(－６．７３３４)
－０．２５５８∗∗∗

(－８．０２６９)
－０．２００２∗∗

(－２．５４００)
－０．０９２５∗

(－１．９１２４)

W∗Lninvestj,t
－０．０２３５∗

(－１．７２１５)
－０．００８８

(－０．７０９４)
０．０７５０∗∗∗

(３．１７７４)
０．０２７８∗∗

(２．１１８０)

W∗Lnexpendj,t
－０．１７３０∗∗∗

(－９．９４９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１１２
(－０．２８７０)

０．０４４２∗

(１．７１７４)

W∗Lnlabourj,t
－０．０５３０∗∗∗

(－３．２２２３)
０．０１２７
(０．８４９２)

０．０８８２∗∗∗

(３．４５４０)
０．０２８７∗

(１．８４５２)

R２ ０．９８８７ ０．９９２３ ０．９８６０ ０．９９１８
Wald空间滞后检验 ３７７．３１０８(p＝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０８３(p＝０．００００)

Wald空间误差检验 ２８．３５５７(p＝０．００００) ３０．８９６３(p＝０．００００)

Hausman检验 ５８２０．９８２２(p＝０．００００) ５１７．８８００(p＝０．００００)

　　首先,在全国样本中,两种权重下滞后一期的 LnGDPper系数分别为０．６７６５和０．６８４２,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城市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户籍制度 HR系数均为正,并且均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放松户籍制度管制对城市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能够提高城市人均 GDP,
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放松户籍制度管制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

和劳动投入,一方面扩大了税收税基,为增加财政收入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宽松的户籍政策为企业降

低劳动力成本提供了可能,有助于提升企业活力,吸引企业投资.因此,宽松的户籍管制更有利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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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发展.户籍制度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均为负,并且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假设检验,表明

地理相邻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政府放松户籍制度管制对本城市经济发展有负的溢出效应,即地

理相邻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政府放松户籍制度管制会提高该城市在吸引生产要素上的竞争

力,并对本市经济发展形成压力,这样本市也倾向于放松户籍制度管制,为自身经济发展争取更多的

有利条件.
　表４ 分地区模型估计结果③

东部地区

地理权重 经济权重

中部地区

地理权重 经济权重

西部地区

地理权重 经济权重

HRi,t
０．６７３１∗∗∗

(２３．５７４６)
０．６４１６∗∗∗

(２２．４７１７)
０．３９３５∗∗∗

(１１．０８９４)
０．３３１０∗∗∗

(９．４８９１)
０．３４９３∗∗∗

(１１．６７８５)
０．３１８８∗∗∗

(９．８８８６)

W∗LnGDPperj,t
０．３５２２∗∗∗

(９．７６４１)
０．０９６５∗

(０．０８８６)
０．４１７０∗∗∗

(１１．３６０１)
０．０４７０
(０．７２６３)

０．２９６５∗∗∗

(７．５９４０)
０．０４１９
(０．６７８２)

LnGDPperi,t－１
０．５３７０∗∗∗

(３４．５５０４)
０．５５０４∗∗∗

(３５．８７３８)
０．７１６４∗∗∗

(３５．０３５７)
０．７１８１∗∗∗

(３４．５６９５)
０．７３４４∗∗∗

(３６．５６９０)
０．７６２３∗∗∗

(３９．５３５２)

W∗LnGDPperj,t－１
－０．１４０４∗∗∗

(－３．９２１７)
－０．０７８２

(－１．３７７８)
－０．２４２０∗∗∗

(－５．６７６８)
－０．０４０４

(－０．４７４５)
－０．１３３２∗∗∗

(－２．７９７９)
－０．０６０４

(－０．６５４５)

W∗HRj,t
－０．３２０４∗∗∗

(－５．９４２９)
－０．１２０４

(－１．４３９４)
－０．２４１０∗∗∗

(－４．１０３２)
－０．０４１０

(－０．８９５６)
－０．１２５７∗∗∗

(－２．５９７５)
０．０７５５
(１．０２０９)

R２ ０．９９０４ ０．９９０３ ０．９９０７ ０．９９０２ ０．９９２９ ０．９９２６

Wald空间滞后检验 １８０．９０７２
(p＝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６４４
(p＝０．００００)

６５．８１８１
(p＝０．００００)

８６．５１４１
(p＝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１７８５
(p＝０．００００)

２．３６０７
(p＝０．６６９７)

Wald空间误差检验 ２１．３１１６
(p＝０．００００)

２１．３１２５
(p＝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００８
(p＝０．００６１)

８５．２３６２
(p＝０．００００)

１５．８２７２
(p＝０．００３３)

２．２４３０
(p＝０．６９１２)

Hausman检验 ４４９．２５７４
(p＝０．００００)

７５．７０２９
(p＝０．００００)

１４１．３１６８
(p＝０．００００)

９６．８３５９
(p＝０．００００)

５６．０６２３
(p＝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９５９０
(p＝０．００００)

　　同时,在经济权重下,资本投资、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投入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全

国层面上,各地级以上城市之间整体上存在着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竞争对手城市的经济发展投入对

本市经济发展水平有正向的影响.当竞争对手城市经济发展投入提高时,本城市政府官员基于发展

经济和保证民生的压力,存在着主动或者被动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此外,随着各城市之间经济联系

日益紧密,城市经济发展合作也不断得到强化,城市之间存在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因此

竞争对手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本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其次,在分地区样本中,两种权重下三大地区 HR系数均显著为正,并均在１％的水平上通过了

假设检验,这与在全国样本中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放松户籍制度管制能够促进城市经济

发展.其中,东部地区 HR的系数最大,分别为０．６７３１和０．６４１６,表明宽松的户籍制度对户籍制度管

制相对较为严格的东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有更大的积极作用.反过来也可以看出,户籍制度管制对

东部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束缚也是最大的.这表明,虽然东部地区城市规模较大,城市运营成本较

高,但该地区城市政府管理能力和水平也较高,城市收入最大化的条件远没有到来,放松户籍制度管

制可以释放的增加收入的潜力依然巨大.同时我们看到,在地理权重下,三大地区 HR的空间滞后

系数显著为负,这与全国样本中表现出相同的特征,即地理相邻城市政府放松户籍制度管制对本城市

经济发展有负的溢出效应.而与全国样本不同的是,在经济权重下这种现象并不显著,说明地理邻近

而非经济相近城市户籍制度的放松倾向于给本城市的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的压力.从 HR的空间滞

后系数大小上来看,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更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东部地区城市经济发

展是受制于户籍制度管制最大的地区.

六、结论与讨论

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由来已久,在中央权力相对集中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理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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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前提下,地方政府会采取那些能够使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利己”政策,其中户籍制度就是一个有效

的竞争工具.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在户籍制度上的确存在着显著的竞争效应;分地区

来看,西部地区城市政府间户籍制度竞争激烈程度大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相对最弱.进一步研究发

现,放松户籍制度管制将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这种促进关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中普遍存在,而
且在东部地区城市中表现更为强烈.这也说明,户籍制度管制对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束缚是普遍的,
东部地区城市尤为如此.此外,从全国层面看,地理相邻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政府放松户籍制度

管制对本城市经济发展有负的溢出效应,即地理相邻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政府放松户籍制度

管制会提高该城市在吸引生产要素上的竞争力,对本城市经济发展造成压力.为了给自身经济发展

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本城市也倾向于放松户籍制度管制;从分地区层面看,地方政府间户籍制度竞

争表现出与全国层面不同的特征,地理邻近而非经济相近城市户籍制度的放松倾向于给本城市的经

济发展带来负的溢出效应.
本文结论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户籍制度改革要消除户籍中所包含的政治特权、社会身份、社会

福利和经营垄断等因素,需尽快实现城乡之间,尤其是地区之间的户籍平等制度[２９],如何发挥好地方

政府的作用是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根据本文分析,我们认为:首先,户籍制度变迁具有

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要重视地方政府间的空间联动机制,应把握好地方政府

间户籍政策互动的逻辑,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的顶层设计.其次,户籍制度

竞争有利于经济绩效的提高,因此必须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给予地方政府一定自主权,并留出足

够的竞争和创新空间,这样才能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使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最后,
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管制对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束缚是最大的,所以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仍

然在发达城市,包括超大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特大城市(武汉、重庆、天津、成都、南京等)和
大城市(Ⅰ型大城市和Ⅱ型大城市),而不应该把户籍制度改革的精力主要放在中小城市,因为人口流

动的主要方向仍然是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就业机会更好、基础设施更完善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仅
仅在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中花功夫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

注释:

①对于１９５８年的时间节点可能存在不同观点,具体见参考文献[１].
②③限于篇幅,此表仅报告主要变量的估计结果,如有读者对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感兴趣,欢迎来函索取详细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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